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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区划调整与城市化经济空间
———杭州、萧山地方政府博弈的实证

王志凯 史晋川
(浙江大学 经济学院,浙江 杭州310027)

[摘 要]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及城市化有着紧密的联系。计划经济形成的中国行政区划框定了区

域与城市经济发展的边界,形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区经济”模式。当市场力量推动城市与区域的要素流

动跨越行政区边界,行政区划就要适时做出必要的调整,以支持市场经济集聚和规模发展。纵观杭州与

萧山之间突破行政区划制约的几次区划调整,发现每一次改革都提升了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水平,最

终拓展了杭州大都市区的城市化经济发展空间。当然,行政区划调整不可能根本解决中国固有的“行政

区经济”顽症;要打破“行政区经济”的恶性循环,必须从体制改革入手,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更好地发挥政

府作用。无疑,杭州、萧山的实践为中国其他地区推进新型城镇化战略提供了路径启示,也为中国区域与

城市经济转型发展提供了经验借鉴。

[关键词]行政区划;经济空间;强县战略;都市化战略;经济集聚;利益博弈;规模增长;城市化

TheAdjustmentofAdministrativeDivisionsandtheEconomicSpaceofUrbanization:
AnEmpiricalStudyonLocalAdministrationsofHangzhouandXiaoshan

WangZhikai ShiJinchuan
(SchoolofEconomics,ZhejiangUniversity,Hangzhou310027,China)

Abstract:Alongwiththemarket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aftertheimplementationofthereform
andopendoorpolicy,Chinahasbeenadjustingtheadministrativedivisionsatthesub-provinciallevelso
astoaccommodatethescaleexpansionofmarketeconomyandtheagglomerationoffactorflowing.In
theprocessoftransitionfromaplannedeconomytoamarketeconomyinChina,thereisacloselink
betweentheadministrativedivisions,economicdevelopmentandurbanization.Chinasadministrative
divisions,whichwereshapedbytheplannedeconomy,settheboundariesforthedevelopmentof
regionalandurbaneconomies,whichisatypicalmodeofChinas″economyofadministrativedivisions.″



Withthecross-boundarymobilityofurbanandregionalelementsbroughtaboutbythemarketeconomy,

administrativedivisionshavetoundergonecessaryadjustmentstosupporttheagglomerationofthe
marketeconomyandthedevelopmentofeconomicscale.Suchadjustmentstoadapttothebreakthrough
ofboundariesofthemarketeconomyandtoexpandeconomicspacearecertainlytheresultofthegames
ofcompetitionsandcompromisesbetween/amongthegivenlocalgovernmentsintheirpursuitofbenefit
maximization.Theprovincialandcentralgovernmentshavealsoplayedtheirroleinbringingaboutthe
necessaryadjustments.Therehavebeenstoriesofsuccessandfailureinthereformofadministrative
divisions.IneachadjustmentofHangzhou-Xiaoshanadministrativedivisions,wefoundthattheregional
economyandurbanizationwereupdated,andtheeconomicspaceforthedevelopmentofHangzhouasa
metropoliswasexpanded.Thebasicreasonscanbeseeninthefactthatsuchadjustmentsdidnotresult
fromtheordersofhigher-leveladministrations,butfromthegamesofcompetitionsandcompromises
betweenthetwolocalgovernments.TheadjustmentsoftheadministrativedivisionsofHangzhouand
Xiaoshanarenotonlyacaseinpointofthefunctionaltransformationofthelocalgovernment,butalso
theimportantcontentofthereformofthegovernmentalsystem.

Infact,atfirstHangzhouandXiaoshandidnotvoluntarilyorconsciouslyimplementtheadjustment
ofadministrativedivisionsandeconomicintegration.However,thetwolocalgovernmentsgradually
adaptedtothemarketintheirgames,givinguptheconfrontationalcompetitionsinfavorofwin-win
cooperation.Asaresult,theadjustmentwastimely,appropriatelyandmaturelycompletedonthe
premiseofrespectingthedevelopmentlawofmarketeconomy.Moreover,itwasnotasimpleadjustment
oftheadministrativedivisions,butanintegrationofgovernmentreformandthetransformationof
governmentalfunctions.Againstthebackgroundofthereformoftheprovincialgovernmentalsystem,

thelocalgovernmentsofHangzhouandXiaoshanhaveastrongsenseofservingthemarketeconomy.
Theregionalmarketeconomiescompeteinarelativelyfairenvironmentandhavestrongimpetusfor
endogenousgrowth,contributingtoasteadyandhealthyprocessofurbanization.

Thesignificantrevelationfromthepaperisthatthereformofadministrativedivisionscannotcure
thestubborndiseaseof″economyofadministrativedivisions″ofChina.Thecuresaresystemreform,a
cleardistinctionbetweenthegovernmentandthemarket,andthechangeofan″omnipotentgovernment″
withdirectcontrolofeconomyintoapublicservice-orientedgovernment.Onlyinthiswaycanthelocal
governmentshavemorespaceforthedevelopmentofurbaneconomyandurbanization.Thecasestudyof
thedevelopmentofregionaleconomyandurbanizationofHangzhouandXiaoshanadministrativedivisions
hassignificanttheoreticalandpracticalsignificanceforfuturestudy.
Keywords:administrativedivisions;economicspace;strong-countystrategy;metropolitanstrategy;

economicagglomeration;gameofthebenefits;thegrowthofscale;urbanization

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目的是打破行政区对经济发展的制约,弱化“行政区经济”,推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和加速城市化进程。在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的行政区划调整不乏遵循市场规律的

成功例子,当然也有超前进行行政区规划的失败教训。无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行政区划调整,在
处理行政区划调整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方面,都有值得吸取的经验和教训。本文以杭州的行政区划

调整为例,研究突破行政区划的制约、实现区域城市结构转型和城市化经济空间拓展的成功轨迹,
以期为中国各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发展提供可能的途径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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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特色的经济空间与行政区划

经济空间就是经济社会活动的空间载体,在市场经济国家,经济活动不受或少受行政的干扰。
我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各地的经济活动基本沿袭原有行政区而展开,行政区划

的空间多大,往往经济活动的空间延展就多大。因而,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具有很强的行政区

烙印。

(一)“行政区经济”的空间特征与地方政府竞争

改革开放以来,工业与城镇发展很快,在空间上向外蔓延和交错,形成城镇密集区,但镇与镇之

间的行政边界却成为城镇密集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小城市或中等城市的人为屏障[1]。各城镇在发展

中,基础设施建设自成一体,不能共享,既浪费投入,又没有规模效应。行政区划同样影响到产业的

空间布局,区划的制约使各相邻城镇的工业布局分散,城镇工业发展相互模仿,产业结构雷同,进而

导致区域经济的市场摩擦不断。
这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这一特定的体制背景下中国经济空间与行政区划的关系,确切

地说,是在中国行政区与经济区之间以“行政区经济”而呈现的一种特殊经济空间运行状态。在行

政区经济中,政府对经济的渗透和对市场的干预非常强,外来企业很难公平参与该经济区市场竞

争,生产要素跨行政区流动基本无法实现[2]。当然,行政区经济的形成和进一步固化也是中国特定

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改革开放后,中央开始实行地方政府财政包干制,鼓励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

济、增加地方财力;1994年,国家进行分税制财政改革,以一种分权化的方式进一步激励地方经济

发展和财政增收。至此,中国以行政区划为特征的区域与城市经济竞争日益加剧。
在“行政区经济”下,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本地的企业和市场,对相邻或其他行政区域设置行政壁

垒,人为分割本应一体化的区域市场,阻碍土地、资本、劳动等生产要素的市场流动和在空间上的合

理配置,加剧产业结构及其空间布局的矛盾,影响区域与城市经济的发展效率。上述诸多问题的解

决需要通过行政区划的调整来打破僵局。

(二)行政区划调整与地方政府的博弈

当然,行政区划的调整往往主要是在相邻行政区之间进行。相邻行政区的地方政府出于有限

“经济人理性”而对各自地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地方政府间博弈和竞争最典型的表现。相邻行

政区政府对区域要素资源的争夺和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有限经济人理性”下容易导致排

他的“零和”博弈。因为区域资源有限,一方得到了就意味着另一方失去了,或是一方多得了就意味

着另一方少得了。这样的现实决定了地方政府的博弈都是采取自身利益最大化策略,尽管一个地

方政府的决策也要考虑相邻或其他政府的政策行为及反应,并最终能够在相邻政府间的决策行动

中形成一个博弈的纳什均衡,但博弈的结果肯定是一个过度竞争的低效均衡。
为了纠正这种地方政府利益博弈导致过度竞争的低效,区域协调发展便被提上议程,长三角一

体化、珠三角一体化、京津冀一体化、长株潭一体化都相继推进。但区域协调毕竟只是地方与地方

之间的沟通,并非以一个超地方政府的区域治权进行一体化的公共事务及竞争事务的治理。在这

样缺乏约束力的区域协调机制下,地方政府在竞争资源要素和市场方面,以行政区为边界实施地方

保护主义和分割地方市场,不让本地的资源流出,不让外地的产品流入,与其他地方政府之间进行

博弈。同时,在事关区域协调与共同发展的公共事务,包括公共基础设施等的建设投资方面,各行

政区地方政府又都互相推诿,争相“搭便车”,以致区域协调发展常常流于形式。无疑,地方保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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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导致的过度竞争和“搭便车”虽然一度满足了地方政府对自身利益的追求,但阻碍了要素的流动

和区域整体竞争力的提升,并且增加了地方政府间的协调成本。
区域协调发展遭遇以行政区为界的地方保护和分割地方市场的地方政府“零和”博弈。省级政

府和中央政府的适当干预并结合有约束力的制度建设,是协调地方政府过度竞争并增强地方政府

间共赢合作的关键。而在面对两个或多个相邻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有限空间时,省级政府和中央

政府适时引导并促成地方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突破原有行政区划对经济空间的制约,使地方政府

由利益博弈转为利益共同体,则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空间转型的创新[3]。当然,地方政府会

对行政区划调整所带来的利益得失和行政管辖权限的变化进行权衡,进而做出整体利益最大化的

选择。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而行政区划适应市场经济变

化的相应调整,则是中国规范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增强区域协调机制和统筹区域发展的必然之举。
位处长三角地区的杭州和萧山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有行政区划与经济发展、市场整合的矛盾,并且

杭州和萧山政府间的利益博弈体现在行政区划调整的每个环节,贯穿于杭萧一体化整个过程。杭

州、萧山地方政府在行政区划调整过程中的博弈和见机行事,可以说是在尊重市场规律的前提下努

力发挥政府作用,成功地由竞争走向融合,实现从强县战略向都市化战略的空间转型。

二、“省管县”体制与萧山强县战略

“省管县”体制是与“市带县”体制相对的,1983年开始的撤地设市的行政区划管理体制改革,
标志着“市管县”体制的全面试行,但浙江省实际走的是“省直管县”的道路。其时,与江苏苏南地区

一样,杭州下辖的萧山、余杭等县域农村在“市管县”体制下就地创办企业、发展工业,走农村工业化

道路,可以受到来自中心城市上海、杭州的技术甚至资金的辐射支持,助推当地农村社队率先创办

乡镇企业。由于浙江省推行的是县域财政由省财政直接管理的省直管县体制,萧山、余杭等县域经

济实力积累没有被其行政区划建制上的上级市所抽提,因而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县域经济发展日

益壮大。
正是乡镇企业生产的相对集中和专业化,以及人口与产业在萧山农村的相对集聚,专业化规模

经济开始发展,原材料的购进和产品的对外销售开始扩张,萧山农村与原材料供应地、产品销售市

场之间的联系更加频繁,进而需要与外界有便捷的运输连接和信息互通。在这样的发展形势下,萧
山农村乡镇和村庄在工业用地的建设、基础设施特别是村镇对外交通的建设上明显加快,乡村集镇

的生活服务设施和乡村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也迅速发展[4]。诸如乡村图书馆、文化站、电信和邮局等

服务分支机构、乡村信用社等,都围绕乡村产业和人口集聚而建设运转起来,推动了农村城镇化

进程。
从统计上看,这一时期(以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为典型)农村工业集聚和小城镇

的规模扩张,主要表现为第二产业比重保持高位增长,而并未表现为非农人口的比例上升。这不利

于萧山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持续成长与发展。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萧山行政区划进行重大改革,于

1988年撤县建市,标志着萧山开始大力推进强县战略。

(一)撤县建市加快萧山中心城市建设,带动区域中心规模城镇的发展

1988年萧山从行政建制上撤县建市,开始加快萧山的区域中心城市建设,增强区域中心城市

功能,自此,萧山走上了“多层次、非均衡、重协调”的城市化发展道路。整个萧山城市发展被确定为

“一主城、四组群”的发展格局。主城即中心城区,融城厢镇、经济技术开发区、宁围镇、桥南区块和

湘湖风景旅游度假区为一体,是强县战略的城市化重点建设区域。四组群是围绕中心城区的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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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城镇群,包括以新街、闻堰镇为主的北部城镇群区域,以瓜沥、衙前、坎山镇为主的东部城镇群,
以义盛、靖江、南阳镇为主的东北部城镇群,以临浦、塔楼、河上、义桥镇为主的南部城镇群。

作为重点建设的中心城区,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同时,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

业和生活性服务业,这是萧山增强经济集聚能力和提高城市化率的保证。四个中心规模城镇群是

围绕中心城区的外围紧密层,它们是中心城区的城市生产和生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腹地和基础。
这些中心城镇群中的城镇相比原来的分散乡村,主要发展资本、技术和劳动相对密集型产业及现代

农业和为生产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中心城镇的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强化,工业小区的配套设施建

设不断完善,投资环境不断改善,促使原本分散的乡镇企业向工业小区集中,既实现了人口的城市

化,也推动了产业经济的更新和县域现代化。

(二)撤县建市推进萧山对外开放,提升萧山的工业外向度和城市化水平

国际劳动分工的深化发展加快了全球贸易的发展,也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地推动了区域与城市

经济的成长[5]。撤县建市大力推进强县战略的另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全面推进开放战略,通过加大

改革开放力度来提升萧山的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萧山较早地谋划外向型经济的发展:1988年,
萧山被国务院列为首批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地区;1994年,国务院批准萧山成立国家级经济技术开

发区;随后的1994年、1995年,浙江省政府又批准设立了浙江南阳经济开发区和浙江湘湖旅游度

假区;1995年,国家计划委员会批准设立萧山现代农业开发区。四大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奠定了

萧山对外开放的整体格局。
开发区的批准设立与建设发展为城镇人口和农村转移劳动力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

萧山产业的集聚和人口的集中,提振了萧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开发区的建设往往伴随着大量的

市政基础设施投入,包括交通、供水、供电、供气、上下水系统、通信及电话系统;同时伴随着教育、医
疗、文化、科技、体育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发展。此外,开发区产业与人口的集聚可以为生产性

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的发展创造新的机会,进一步扩大农村及城市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

转移。总之,开发区的建设与发展直接推动了区域城市化进程。

(三)强县战略在发展中凸显的问题

1.萧山与杭州两地政府博弈的目标取向存在层次偏差

这一时期,萧山强县战略的推进也得益于杭州郊县的良好区位,受到杭州区域中心大城市的辐

射带动,并享受到杭州中心城市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地理外溢。因而,萧山的地方工业发展突飞

猛进,外商投资合作也日益强劲,这也支持了杭州大都市区域的经济融合和开放发展。虽然其时杭

州与萧山两地经济融合、市场开放,但两地政府博弈的目标取向是不一致的:杭州希望提高包括萧

山在内的大杭州开放水平,提升大杭州区域积聚能级;但萧山其时作为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只能是

立足自身县域经济发展层面。萧山实施强县战略是为了提高其县域经济的竞争力,具体而言:一方

面是为了不让萧山本地好的企业离开萧山;另一方面,则是依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利用毗邻杭州的

优越区位,更多地吸引外资的进驻[6]243276。从这个层面考虑就很容易理解,1996年5月行政区划

微调,萧山的浦沿镇、长河镇、西兴镇划入杭州时,萧山方面非常不乐意但却接受了。事实上,作为

这一次行政区划微调的博弈,萧山让出了三个镇,但借此获得了部分地级市的行政管辖权。而且,
由于划归杭州的西兴镇中有三个村是萧山自钱塘江取水的取水口和水闸所在,所以,在行政区划微

调的当月,萧山又从杭州要回了东湖、杜湖和湖头三个村,因为这三个村扼守着萧山发展的命脉。
更有意思的是:杭州利用萧山让出的三个镇成立了滨江开发区,拓展了工业发展的空间,基础设施

和公共设施建设开始了跨江发展;而萧山此时可以更好地“搭便车”,利用杭州滨江开发区在江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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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效应,进一步加大对外资和周边资源的吸引及争夺。由此,萧山在全国综合实力百强县(市、
区)中一直名列前茅,更是位居浙江第一。

2.两地目标偏差的博弈结果阻碍中心城市集聚功能的进一步提升

在强县战略的指导下,萧山抓住市场机制的作用鼓励民营经济和地方工业化的发展,运用温州

产权清晰的纯民营经济的制度机制对乡镇企业加以改造,再一次极大地调动了乡村企业在农村工

业化和城市化上的超强作用。同时,萧山地方政府在撤县设市后加强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规划,引导

村镇工业向规模工业小区集中,提高工业规模集聚效应和城市(镇)的集聚规模功能,促进了萧山中

心城区与萧山整个县域范围城镇的整合与快速发展。
尽管在强县战略下,萧山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原来改革开放初期的水平上有了很大提升,但萧

山与东部沿海其他经济发达地区一样,也存在明显的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发展的问题,这对萧

山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制约。另一方面,杭州城市经济空间的进一步拓展又受到与萧山博

弈竞争的制约。1997年,萧山人均GDP已经达到1583美元的水准,结合国际经验,人均GDP达

到1000美元以上即为中等收入国家,而中等收入国家的城市化率都达到45%,相比之下,其时萧

山的城市化率低了近10个百分点[7]。个中原因主要是强县战略的城市化和工业化仍摆脱不了乡

村工业化和农村城市化的路数,特别是城市化的核心和重点集中局限于萧山行政版图空间之内,其
城市化的定位和目标就很难适应杭州、萧山之间区域协调整合的要求。当然,杭州所期望的大杭州

中心城市集聚功能的更高层次和辐射范围的更大空间也难以如愿。

三、博弈到共赢的撤市设区与都市化战略

为了冲破行政管辖权的局限,萧山在县域经济实力日渐强大之后,开始与杭州及周边中心城市

进行资源要素的竞争。本着增强萧山自身的区域经济集聚功能的宗旨,萧山借助与杭州在经济和

市场上的博弈,希望提升其行政管辖权限,以便更好地与杭州及周边地级中心城市抗衡。与此同

时,杭州则希冀在1996年并入萧山三镇的基础上,将萧山撤市设区完全并入杭州作为一个行政区,
以全面提升杭州城市空间的能级和经济的影响力。如此一来,杭州、萧山双方就进入了竞争的相持

两难境地,双方都想扩大自身的区域空间,都想提升自身的区域与城市经济影响力,其结果只能是

双方都得不到意想的发展效果。面对双方竞争与发展所处的两难相持,杭州与萧山的博弈策略逐

步开始转变,由竞争性博弈转变为合作共赢。最终,在2001年,萧山与余杭两县级市撤销建制并入

杭州,增设为萧山区与余杭区;至此,萧山实现了由县域经济强市战略向都市化战略的转变。

(一)萧山撤市设区并入杭州,城市规模集聚功能显著提升

萧山实施撤市设区并入杭州大都市以后,其区域经济空间得到空前拓展,经济发展的大都市能

级得到很好释放,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趋于集约高效。撤市设区的经济规模集聚效应使大杭州的区

域与城市经济空间在长三角经济区中更具竞争力。相较调整前,大杭州经济结构更加完善合理,工
业比重明显上升,原来杭州工业比重偏低的状况得到根本扭转;服务于生产和生活的服务业发展空

间相应得到了延伸,杭州与萧山的服务业发展空间都比以往更加宽广;杭州 萧山大都市的综合经

济效能、社会效能和人才集聚优势大大提升,极大地促进了知识经济的生产与传播,这本身也是经

济集约化程度提高的一个重要标志。萧山和余杭撤市设区并入杭州,杭州得以实现工业跨江(跨越

钱塘江)发展,旅游得以实现西进,这给杭州工业、服务业发展带来了更广阔的空间,杭州工业经济

稳步增长,服务业比重迅速上升,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见图1),杭州由一直以来城市规模偏小的

省会城市,一跃成为长三角地区在城区面积和人口上仅次于上海的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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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杭州城市化率及第二、第三产业比重①

(二)撤市设区的都市化战略,增强中心城市功能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萧山从行政区划上撤市建区并入杭州大都市以后,由县域城市经济空间转而成为都市经济空间,
提升了萧山的城市能级。萧山原来的县域城市工业开始在都市化战略下得以创新、提升和转型。在

大杭州的发展概念下,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生产要素开始更多地向萧山流动和集中,这一切直接

有助于提升萧山的工业档次,实现传统工业制造向现代先进工业制造的转变。此外,萧山诸多的经

济、商务、金融、科技等行政服务及管理权限得到实质的提升,这对于萧山企业做精、做优、做大、做
强都有非常大的支持,是萧山撤市设区并入杭州后的经济空间优化和层级提升的重要内容。

市场与政府是调节经济发展的两个重要手段。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是否定或削

弱政府的职能。地方政府负有市场监管和规范的职责,并且掌握土地资源、资金甚至劳动力资源的

配置权或调节权;但如果政府违背市场规律强行进行资源配置,往往没有效率并会招致市场的惩

罚。浙江的民营经济,包括萧山和杭州的经济,往往代表的是市场的力量,其本身希望利益最大化

地进行组织和配置资源,但有时会出现市场的目标与政府的宏观调控不一致或者背离的情况。要

解决这样的问题,政府与市场之间就要经过博弈,博弈的结果则对区域与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决定性

作用。事实上,杭州与萧山之间的政府博弈和最终行政区划的调整就是市场与政府的博弈。从萧

山1988年撤县建市反映出的是萧山希望做大自身并能与杭州竞争抗衡,但这仅仅是萧山单方面的

愿望;而杭州则是希望能将萧山作为杭州版图的一部分,这从1996年萧山的三个镇划入杭州行政

区划就可以得到明证。毫无疑问,区域之间的兼并和整合既可以优化经济空间布局,又能将基础设

施的外部性问题得以内部化,其关键是一体化整合以后相关城市与区域之间是否真能实现融合。
杭州一直以来意欲撤并萧山,而萧山却一度不愿被杭州兼并,双方政府为此不断进行博弈。比较博

弈的成本和收益以后,当萧山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意识到并入杭州的“都市化战略”符合萧山发

展的根本利益后,即开始主动策应杭州的大都市战略,撤市设区。

四、政府博弈与行政区划调整的进一步思考

杭州、萧山在双方不断博弈竞争的发展过程中,通过突破行政区划制约,实现城市融合与经济

空间拓展,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沿海地区在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进程中的成功实践。杭州与萧

山之间行政区划调整不是上级政府的硬性指令,而是地方政府的博弈、妥协和积极作为的结果,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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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相当程度地方政府职能转变的色彩,是政府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杭州和萧山之间的区划调整

和经济融合也并不是一开始就自觉、自愿地进行的,而是两个城市地方政府在博弈中逐步顺应市

场、放弃抗衡性竞争、选择合作性竞争和共赢的必然之举。这对于中国各地当前推进新型城镇化战

略,实现城市与乡村格局的良性调整,具有直观的路径式启示。

(一)行政区划调整是行政体制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的内容

在萧山融入杭州大都市发展战略的过程中,萧山与杭州之间的行政区划关系经历了“撤县建

市”和“撤市设区”两个重大的调整阶段。这两次调整都是本着尊重市场规律、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的目标和原则进行的,也都取得了协调区域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撤县建市”使得浙江省的省管

县体制职能得到了很好的发挥,县财省管简化了浙江的行政管理层级,提高了行政效能,保护了萧

山等县域经济的扩张动力,增强了萧山县级政府对县域经济的影响和调控力度,极大地推动了浙江

县域经济的发展。“撤市设区”融入杭州大都市发展战略,则是对强县战略的扬弃,是行政管理方式

的创新。这一举措推动了政府职能由注重“经济发展型”向“发展服务型”转变,杭州、萧山大都市的

政府层级设置较为科学,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趋于规范,政府运作趋于高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统筹和协调更加有力。

(二)行政区划的调整必须尊重市场规律,走因地制宜之路

行政区的边界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确定性,而城市及区域经济的边界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则是动

态变化且不断扩大的,这其实从根本上否定了行政区划调整能够实现行政区与经济区一致的可能。
许多市(县区)经济发达,在市场竞争中产生的地方壁垒、市场分割矛盾其实并不是非要通过行政区

划的合并调整去解决。对于这类县市区经济,行政区划的合并调整有时可能反而会大大削弱县域

经济的强大活力。城市及区域经济发展和市场扩大后,是否相应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应该因地制

宜、区别对待。
西方国家就很少进行区划调整。因为欧洲市场经济国家各级政府的职能规范、行政权力并不

用于决定或随意干预资源配置,而是围绕如何更好地服务市场、企业和社会展开,这样就没有必要

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社会更多的资源协调、组织与服务被赋予行业协会、商会等非政府组织形成的

社会横向网络,原因在于这些组织更贴近于企业和市场。
阻碍中国一体化大潮下区域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根本原因,其实不能完全归因于行政区划,而

在于中国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未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转型要求。当然,在政治体制约束导致政府职

能转变不彻底的情况下,适时进行必要的行政区划调整以适应市场经济转型,这本身也是体制改革

的题中之意。

(三)推进体制改革,创造地方政府由博弈走向共赢的制度环境

中国强烈的“行政区经济”刚性使得区域经济的发展壮大总是受制于行政区划的制约,这其实

也依然是当前新型城镇化的一个掣肘。在中国市场化改革推动农村工业化和区域城市化的进程

中,行政区划调整是伴随市场经济的发展演进需要反复进行的功课。时至今日,全国范围以北京、
上海、天津、重庆、沈阳、厦门、深圳等大城市为代表的市辖区合并调整,都是调整行政区划以适应经

济空间拓展的举措,是行政区划改革的创新。然而,必须指出的是,行政区划调整可以在经济转型

的过程中暂时解决“行政区经济”阻碍城市联合和区域一体化的问题,但不可能根本解决“行政区经

济”这一顽症[8]。要从根本上突破行政区划制约,使中国不再频受“行政区经济”问题困扰,必须从

体制上整体推进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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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城镇化是中国当前实施的一项国家战略,其目的在于:通过城镇化的合理布局实现或至少

是改善不同规模和等级的城市、城镇之间公共服务均等化,提高城镇的经济社会服务功能;改变中

国固有的行政区划对经济边界的非市场干预,理顺资源价格,保证生产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不同规模

和等级的区域之间以及城市、城镇之间的合理流动与集中;对一些大城市过度集中的人口、资源及

要素起到合理的分担作用,缓解大城市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房价暴涨、生态恶化。
新型城镇化的这些目标都决定了其必然会搅动中国的城乡结构、区域结构和城市化的体系结

构,也必然会对既有的行政区划带来挑战,需要行政区划的调整。杭州、萧山两地政府在博弈竞争

中适时进行行政区划调整,提升中心城市的集聚功能并拓展城市经济空间,为中国其他地区的新型

城镇化道路提供了路径参照。由此可见,在市场经济进程中,必须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弱化行政权

力的本位意识,创造地方政府由博弈竞争走向合作共赢的制度环境;划清政府和市场的边界,保障

经济市场边界的自然延展,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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